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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地方憲政研究的問題與路徑

──與傅懷鋒先生商榷

⊙ 瞿 駿

 

近二十年伴隨清季十年新政研究駸駸乎勃興，作為重要新政之一的「憲政」成為了眾多學者

關注的課題。傅懷鋒先生撰寫的〈試析清末民眾的政治參與──基於清末江浙諮議局議員選

舉的個案研究〉（以下簡稱「傅文」，壓縮版載《二十一世紀》2002年2月號，全文版載《二

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三期）即為其中的成果之一。「傅文」在一些地方將張朋園、張玉

法等前輩學者作出的「典範性」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比如重估了一些資料，提出了不少新

穎見解。但筆者以為「傅文」在很大程度上將制度表達和實踐兩分，對制度表達如何產生的

「實踐」和產生後的「實踐」幾乎未加關注；在核心概念（比如「精英」、「民眾」、「士

紳」）的運用上|相當隨意，以致自相矛盾之處甚多；對選舉結果的實證和解說亦大有可議之

處，從中反映出目前清末地方憲政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繼而涉及到引入新分析路徑以使

這些問題具備解決的可能。故此筆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個人看法求教於傅先生及諸方家。

一 表達與實踐怎可兩分

「傅文」在第一部分分析了制度表達視野下的政治參與，卻在相當程度上將《諮議局章

程》、《諮議局選舉章程》等制度表達看成為「定型物」，基本上未關注「表達」產生的

「實踐」和「表達」產生後的「實踐」。在筆者看來，「表達」不可能是「定型物」，它不

斷地在與實踐互動，二者在彼此影響下各自發生變化。如果忽視這一點，將其兩分，只會就

「表達」而論「表達」，使得這一視野下的政治參與考察流於片面和不完整。

比如「傅文」認為：

清政府在制度表達中照顧到了學紳、士紳、在籍為紳者、紳商的利益，同時也給了新型

知識份子參與的機會。暗示清王朝想在重建與傳統士紳聯繫紐帶的同時也將資本家階

層、新知識份子吸納入政治體系，從而達到兼顧新舊社會成員參政要求的目的。

此段分析明顯把清中央政府籌備諮議局選舉看成為一個「同質化」，有通盤考慮的進程，而

未注意從「表達」產生的實踐看，這一進程其實相當「多歧」。

首先，籌備諮議局選舉，中央的主控力量為滿洲親貴與漢族高官（包括部分地方督撫）。從

1906年的「立憲改官」始，到1911年「皇族內閣」出籠，這一系統內部圍繞著權力再分配的

明爭暗鬥就未曾間斷過。陳旭麓（1996：412）對此曾有過很精彩的描述：



一方面是掌握著最高權力的皇室貴胄惟恐大權旁落，「鼎祚潛移」，而拼命想借「預備

立憲」之名推行中央集權，另一方面則是地方督撫要「劃分中央與地方行政權限」實行

責任內閣制，以削弱君主與王公大臣的權力；一方面是皇室貴胄排擠漢族官僚，剝奪漢

族官僚的某些職位和權力，另一方面則是漢族官僚竭力培植各自的勢力和各種社會關

係，與之對抗。一些過去被摒棄於仕宦門外的士紳也想借立憲之機，謀取一官半職。

各種章程不斷出合、增訂、修改，反映出爭奪──妥協──再爭奪的複雜與殘酷。因此《諮

議局章程》和《諮議局選舉章程》表面上照顧到了各方面利益訴求，並在形式上給予各階層

一定政治參與空間，但其背後卻充斥著各種複雜的權力關係。章程中的表達能不能真正成為

制度化保障，從誕生之日起就可以打上大大的問號。

其次，章程出台雖然與各類政爭有千絲萬縷聯繫，但仍有許多具體內容並沒有受到影響，反

映得只是憲政編查館章程起草人對憲政的理解和期望。中央權力影響諮議局選舉往往在他們

「一念之間」。這些起草人制定章程時可能正如御史趙炳麟所言1：

文學生蓋以日本職員錄二本為秘鑰，武學生則以日本陸軍成規類聚一冊為金科……竊唯

我國有大變革，有大製作，豈藉一二部日本搢紳成案與十數名留學生所能訂定？

所以章程出台時極可能缺乏通盤細緻的考慮，而只是「依日本葫蘆畫瓢」而已。

更不可兩分的是「表達」產生後的實踐2。「傅文」遺憾地重複著「參與選舉資格規定苛刻，

只有少數人才享有選舉權的結論」，而不去關注紙面上的規定究竟「如何」去落實，資格調

查的過程中發生了麼麼？中央的「表達」到了行省經過了怎樣地增加、縮減、修改、利用，

到了地方又怎樣被增加、縮減、修改、利用？

同樣的問題也體現在所謂「選舉實體權利」和「實體權利保障」上。「傅文」提出「《諮議

局選舉章程》從制度上確保了選舉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進行投票，選舉人所享有的選舉權

是有一定內容的」。但在各省諮議局選舉時強勢脅迫選舉人投票有之，設置騙局引選舉人入

甕有之，威逼利誘選舉人及其家屬亦有之，而且非常普遍（瞿駿，2004：16-17），但在「傅

文」中除了金錢賄選外，鮮見這些史實？

「傅文」只看到「表達」中對選舉公正性、秘密性、透明度的要求，卻未能告訴我們那些

《初選舉投票所細則》和《初選舉開票所辦事細則》是如何去執行，效果如何？投票細則或

開票細則要切實地執行首在管理人員，但江蘇某縣卻是「因吸煙奪權，投驗不滿三日，恭維

公祖，彌縫過去之某某而充監察員；識斗方字數百，患神經病已久，薄荷、桔梗亂開湯頭，

權利、義務瞎聽法政之某某而充監察員；浮華惡少，專吊膀子，文理未通，資格無一之某某

而充監察員。」3很多人在投票時的表現使記者都不禁感歎「某縣初選當選僅七八人耳。城內

外得五人，其餘則舉自鄉鎮者，而城內外五人中其三人之人格如是。吾初喜諮議局之成立

也，今若此吾欲哭。」4

管理人員質素如斯，投票所怪事連連就不足為奇。章程只載投票人應在投票簿所載本人姓名

項下簽字畢，方准領投票紙，「某縣則別有所謂入所卷。差保送卷者，每卷索二百文或一百

文，有鴉片便吸，有點心便吃，鄉愚唯唯不敢較。」5

章程規定投票所凡除本所職員及投票人與巡警外，他人不得進入。但「某縣第一區管理員卻

帶有跟班兩名，雜處監察員中，往復逡巡，見人書寫票紙則低頭細看」6。婁縣舉行初選舉，



除監察員外又有所謂幫察員，除管理員者又有所謂招待員，多至數十人7。

章程從未規定選舉人需要地保驗明正身，但某選舉區「有人投票時，先報告住址，後由該屬

地保察看，果係本人，始准簽字投票，幾近於對付流氓之法」8。

二 絕非「自明」的核心概念

「精英」、「民眾」、「士紳」，是「傅文」中多次出現的核心概念，但「傅文」只對「士

紳」有過明確的定義，指出採用張仲禮劃分「士紳」的標準，而對「精英」與「民眾」，

「傅文」似乎是當作無須定義的「自明」概念來使用，因此文中出現了許多自相矛盾之處。

比如「傅文」在第二部分寫到「與精英階層的運動狂熱相聯繫，前去參加投票的普通民眾多

為動員參與」。能參加投票則有選舉權（無選舉權混入投票當然也有，但畢竟是少數），按

照「傅文」第一部分所揭：合格選民江蘇不到成年人口的1/120，浙江不到成年人口的

1/150，還有很多人因為財產調查自動放棄了選舉權。筆者不禁要問：合格選民這樣稀少，有

選舉權投票的到底是「精英」還是「民眾」？「傅文」既沒有清晰的界定以供參考，也沒有

對有選舉權之人中誰為精英，誰為普通民眾有過區分。

「傅文」又指出：「選舉中普通民眾與精英階層的表現趨向於兩個極端，士紳階層在選舉中

施展各自的手腕進行競選。」可是「傅文」所舉「蘇屬某縣太史公」、「初選舉當選之某

丙」和「台州太平縣某」，到底哪一條符合張氏的士紳標準，所列史料中無證據可尋。

「傅文」還說：「相對於士紳階層的表現，民眾的表現卻是比較淡漠的。」可就筆者所見史

料，很多人不符合張氏的士紳標準，但卻絕不淡漠選舉，也在狂熱運動。比如江蘇江震曹纘

明自任稽查員，其位置許可權均在監察管理之上。投票前三日，曹發起在積穀倉開會，倡言

吳漊以東各人應舉曹，吳漊以西各人應舉孫祖祿。鄉人畏其勢力，唯唯而退9。

安徽合肥龔心灝「營謀當選，各處布置爪牙運動狂炙，或以威脅，或以利誘，種種弊端不一

而足」10。所以，我們怎能武斷地認定施展手腕競選之人就必定是士紳呢？

其實，精英（elites）、地方精英（local elites）、士紳這些概念絕非是自明的，而與之

相對應的「民眾」也就同樣不自明，決不能因為史料中出現「鄉愚」、「鄉人」等詞就判定

其為「民眾」。不同的研究論域和時段對這些概念的界定區別極大。以美國中國學界為例，

其士紳-精英研究就存在一個從身份研究到策略分析的轉化（楊念群，2001：152）。早期張

仲禮、何柄棣、瞿同祖等人的研究都大同小異地以三個身份標準來界定士紳-精英，即科舉

制、功名、官職授予。儘管他們認為社會流動在量上的比例並不小，但士紳-精英的性質是基

本不變的（Ch'ü t'ung-tsu,1962；張仲禮，1991，Ho Ping-ti, 1962）。

80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學界的士紳-精英研究受到了人類學方法的極大影響，強調不能簡單預

設官僚制和科舉功名對塑造士紳-精英的決定作用，而應從士紳-精英對基層資源的控制策略

和他們在鄉村生活的實踐過程出發進行研究。

以對基層資源的控制策略為例，有論者提出「所謂地方精英，其個人或是宗族在地方能夠運

作一種支配（exercised dominance）。這種支配包括物質的（土地、商業財富或軍力），社

會的（人際關係網路、宗族、結社），個人的（專業技術、領導能力、宗教或神秘力量）或

是象徵的（地位、名譽、特殊的生活方式）。」(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1990：10-11)

有些論者則早已不再考慮士紳是否有功名的問題，而去注意他們如何利用地方宗族的文化和

地方權力網絡構建自己的文化霸權，或者利用職業多樣化來集中家族地位以維持精英地位

（包弼德，2004：248-49）。可見在概念流變的背後，其實隱藏著極其重要的學術視角轉

化，而這種轉化反過來又使這些概念的複雜性日益增加。

國內的清末地方憲政研究也已經注意到了概念的「非自明」問題。比如黃東蘭（2002：35）

在研究清末川沙的地方自治時提出：

按照張仲禮的標準來定義士紳，清末川沙縣能夠稱之為士紳的人為數很少。地方精英界

定範圍應該是「清末在地方自治中從事地方公益事業的城、鄉議事會的議員和自治職

員」，其中既包括傳統意義上的士紳，也包括既無科舉功名、又無為官經歷，由經商等

方式致富的人。

同樣，諮議局選舉中，不僅有諮議局議員，還有大量的複選選舉人、初選當選人和初選選舉

人。這些人歷來缺乏資料去分析他們中有多少是符合張氏標準的士紳，他們的行為態度對於

諮議局選舉研究就不重要？或許只有對概念的「非自明」有所注意，方能進一步觀察自身研

究中存在的漏洞。

三 宏大敘事及其基礎

「傅文」在第三部分對選舉為甚麼參與者態度兩極化、投票率不高、一次投票足額率低等提

出自己的見解。在第四部分則對選舉結果作了一定的分析，但這兩部分無論是在解說還是實

證上，都存在相當的問題。

在解說上，「傅文」提出「無論是政府的創新不足，精英階層的認識膚淺，還是民眾政治參

與熱情的缺乏，都源於被移植制度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異質性」，接著又援引阿爾蒙德的

話，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在向現代民主國家轉型的過程中，最大的障礙也許不是某些正式的

民主制度的選擇問題，而是影響其社會成員政治行為方式的落後的政治文化」。

動輒拿政治文化說事的背後其實有一個預設：即中國政治文化與西方政治文化是二分的，前

者代表傳統價值系統，而後者代表現代文化價值，從而一個文化的空間並置關係被轉換成了

一種線性時間敘述。換言之，中國政治文化轉型就意味著如何克服舊政治文化的惰性與弊

病，融入世界性歐美現代文明浪潮之中。此種模式顯然大大簡化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

美國中國學研究大師史華慈在其名著《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開宗明義指出：「我認為，

在對待西方與任何一個確定的非西方社會及文化的衝突問題上，我們必須同時盡可能深刻地

把握雙方的特徵。我們所涉及的並非是一個已知的和一個未知的變數，而是兩個龐大的、變

動不居的、疑竇叢生的人類實踐區域。」（史華慈，1996：2）中國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

都不是一個自明的系統，都有著自身複雜傳統，不能作為一個整體性客體進行處理。因為這

兩種傳統都是人類歷史上偉大軸心文明的產物，都有著各種各樣複雜內在衝突的思想脈

絡11。

「傳統-現代」宏大敘事的缺失必定影響解說的準確性。傅文認為主持選舉的清政府制度供給

不足，既缺乏制度創新的動力，也缺乏制度創新的能力。對此種意見有論者指出：「清季最



後十年的新政，特別是各級政府的實際舉措，其實也是當時趨新的一面，……而中央政府、

尤其是地方一些重要的趨新督撫推動新政的具體努力卻被『革命與改良』之爭遮蔽了。」

（羅志田，2003：230-31）所以如果我們對諸如端方、錫良、趙爾巽等人推動新政的具體努

力未做過詳細研究的話，就不要輕易下制度供給不足之類的結論。

除了上述強勢趨新督撫，地方官也未必缺乏動力和能力。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江浙各地地

方官因所謂「玩視新政」而被處罰的很少。如果將範圍擴展到全國，很多地方官對選舉辦理

是非常認真的。

如湖南衡山縣縣令與日本法政大學畢業教諭貝允昕互相討論，集思廣益12，

於士紳中隨時察看，何人堪任調查事務，再將平日所留心者以印證，漸次考求，略有頭

緒。……應辦各事挨次辦理：於署中設立辦理選舉事務所；照會在城正紳擇定勸業所內

附設衡山選舉調查事務所；告示章程有當照刻刷印之件，僱匠刷印；預備分區，以期周

知；預定時期，囑令各紳函知各鄉紳士齊集城內，會議選舉調查員。首先演說選舉權

利，次說調查職掌。

湖南另一縣令因該縣選舉人名額分配相差「繁盛州縣」達十數倍之遠，上書諮議局籌辦處力

為爭取13。

「傅文」把精英分為傳統精英和新式精英，認為「新式精英對選舉有一定認識，但不盡準

確，而傳統精英則更多以官本位觀念來參與選舉」。新舊真有這樣清晰的分野嗎？所謂新式

精英，其官本位觀念何嘗有須臾減少？

「今歲考優拔，江浙皆稱極盛，無論舊人物也，即新人物中，如教員、議員及平日研求憲政

者、究心自治者莫不負笈擔囊而往」14。

所謂傳統精英亦不乏對憲政有正確認識者15：

夫朝廷為地方謀公益，而給吾人以神聖不可侵犯之權，何等鄭重。乃恃蠅營狗苟之謀，

希攬此權利，何其不自愛也。創辦之始，頭緒紛繁，苟非具絕大才識，兼精通法政，亦

無從著手，萬一謀之不臧，即遭眾人唾罵。於地方關係甚大，不揣將來之能否勝任，徒

以被選當選為榮，又何其不自量耳。僥倖嘗試，濫竽充數，不僅貽笑鄰邑，亦恐有礙前

途。

談及官員缺乏新知，「傅文」以江蘇武陽監察員馬某之例，但這則史料標題是〈武陽鄉董勸

阻初選投票〉，請問鄉董是清政府的哪一級官員？

另一方面，即使是「傳統-現代」論也不失為一種解釋歷史的路徑，但其基礎應該是扎實準確

的史料。第四部分本該成為「傅文」最有價值的部分，其價值並不在分析政治參與強度，也

不在對諮議局保守或激進的推論（「傅文」的五條結論，張朋園早在1969年已經基本得

出）16，而在於很多資料的重估，惜乎這些作為推論基礎的資料錯誤連篇。根據尚小明

（2002：164-67）研究，按照張仲禮的士紳標準：江蘇諮議局議員124人，士紳115人，其中

進士7人、舉人30人、貢生40人，生員38人；浙江諮議局議員117人，士紳101人，其中進士4

人、舉人19人、貢生39人，生員39人。江蘇諮議局曾受新式教育者為34人、浙江為15人。

上述資料對照「傅文」出入甚大，究其原因，「傅文」忽視了清末對新學堂學生尤其是留學



生實施「科名獎勵」。1905年科舉雖然被廢除，但科名獎勵卻持續到了1911年。也許尚氏所

用資料之一《法政大學史資料集》為日文資料，「傅文」受條件所限未加採用。即使如此，

「傅文」如果能考慮到江浙人文鼎盛，赴日留學不在少數，落筆更為謹慎一些，恐怕就不會

得出如此草率的結論。更何況「科名」的資料一般也不會出現在《法政大學史資料集》中，

「傅文」也提出「一些兼有傳統功名者往往在登記出身背景時間只是填寫功名資格」。但

「傅文」捨近求遠地往地方誌裏去找議員籍貫、功名和教育背景的史料，卻把《東方雜誌》

中的〈各省諮議局議員姓名錄〉和〈清末各省官費自費留日學生名表〉放在一旁，甚至連

〈立憲派的階級背景〉（張朋園，1993）一文也未加參考。

另外，「傅文」指出：

議員有朝廷職銜者基本上是些地方官吏，這就決定了他們以進入中央行政體系為目標，

因此他們有進取心，要求政府進行變革，而諮議局的出現為他們提供一個從地區走向省

區的途徑，給予了他們一條現有體制外的上行的道路。

可是此推論是在沒有說明有職銜者是現任還是曾任、正途還是捐納的情況下做出的。清末捐

納靡爛不堪，不過再不堪也總有限度，因此肯定是以捐知縣、知府、教諭、同知之類的地方

官職銜居多。如果是捐納的話，這些人恐怕終其一生都未必能補上實缺，何談以進入中央行

政體系為目標。至於有進取心，要求變革，現任地方官在「傅文」看來都未必有，遑論捐

納、候補、離任的官員。

四 「場域」理論：新的分析路徑

應該說，「傅文」確對諮議局選舉下過一番功夫，出現不少問題的源頭還是在其依然未能跳

出以「政治現代化」為分析路徑研究清末憲政的窠臼。「政治現代化」論把清末的憲政發展

看作是一個有方向有目的的進程，企圖異中求同、多中求一、變中求恆地整體性解說清末憲

政。種種解說貌似清晰透徹，但此種「固執的樂觀」卻成全了排他性的思維，使「洞見」往

往成為「不見」。憲政史中許多原本豐富多彩、複雜多變的開放領域因為拒絕多重探求而被

單向度解釋壓抑；甚至自我封閉變為意識形態霸權，研究的迴旋空間從而也顯得異常狹小和

局促。

清末憲政在這種歷史目的論下，往往要作為邁向政治現代化的一個階段才得以凸現，而其本

身卻出現了很多盲點。因此要真正把清末憲政（尤其是地方憲政）作為社會史研究的分析焦

點，就必須超越歷史目的論，以法國社會學大師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

為借鑒，引入關係主義的研究策略。

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不是立足於「渾然一體的社會空間」，而是在他所謂「場域-資本-慣

習」三者的互動關係中展開。在他看來，「在高度分化的社會裏，社會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

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這些社會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係的空

間」（布迪厄、華康得，1998：134），這些一個個相對自主的社會小世界就是「場域」，其

背後貫穿的是各種社會力量相互鬥爭的邏輯。布氏承認每個場域都有其自身類似於結構的調

控原則，但另一方面，場域是一種不斷得到維繫或改變的關係構型，其維繫或改變依賴於場

內行動者的爭奪態勢。因此，要真正理解「場域」理論，就必須認識到「場域」只是一個關

係性而非實體性的概念。其與另外兩個概念「資本」、「慣習」密不可分，三位一體。資本

是布迪厄對馬克思「資本」概念的延伸。在「場域」理論中，資本基本形態有三種：經濟資



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布迪厄、華康得，1998：162）。資本既是場域內爭奪的目標，同

時也是賴以展開爭奪的手段。慣習則是場域內的行動者身上體現的行為特點和性情傾向，它

一方面是為場域所形塑，另一方面又恰使得場域得以不斷得延續生成。

筆者以為布氏的「場域」理論及其體現的關係性思維，為目前清末地方憲政研究中的幾個薄

弱環節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路徑。

首先，如何將活生生的「人」納入清末地方憲政研究的視界？歷史學的主角是人，而清末地

方憲政研究中的人卻早已被「立憲派」、「新士紳」等概念同質化、無區別化。精英與民

眾、新與舊等種種意識形態化嚴重的二元對立由此產生。要反思性地超越上述同質化和二元

對立，就要認識到無論新或舊，精英或民眾，他們都是大大小小場域中的行動者17。他們中

很大一部分都擁有各種各樣、或多或少的「資本」。當憲政像列車一般在地方駛過時，他們

利用手中既有的資本，全力追逐並爭奪著諮議局議員、地方自治議員、職員及背後的「象徵

資本」18。有人早早退出；有人被硬生生擋住；有人最後關頭功虧一簣；有人獲得成功；有

人跟隨成功者分到了一杯羹；有人中途退出轉而爭奪「優拔」之類的舊瓶新酒。無論他們參

與憲政，還是反對憲政；無論他們淡漠憲政，還是熱心憲政，其背後當然有歷史積澱和文化

傳承（數千年專制統治的影響？）等類似於結構的因素，但行動者們並不僅僅是結構中被動

的棋子，他們是歷史的直接介入和創造者，會在實踐中不斷進行爭奪，形成複雜的爭奪態

勢，進而影響地方憲政的發展趨向。

其次，如何在地方憲政研究「自主化」的同時，又在各組關係中真正地彰顯其「自主化」？

就外部而言，地方憲政與當時並行的新式學堂、行政改革、禁煙、禁賭、振興實業、破除迷

信等各項新政構成一組關係，它們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目前尚語焉不詳。回到內部，從空間

維度看，憲政在各地的多樣化展開又是一組關係：中央頒布的章程如何表達？如何推廣到地

方？地方上怎樣執行？從時間維度看，地方憲政推行簡單地說包含了創辦諮議局、創辦地方

自治、發生地方自治風潮三個階段，甚麼在這三個階段中發生變化，甚麼又一直在延續？

總之，儘管清末地方憲政是一個有著豐富研究傳統的課題，但依然存在很多值得重新開發的

領域，比如諮議局選舉。要開發這些領域，挖掘新史料固然是一方面問題，但如要在許多常

見史料裏做出新文章，研究路徑的轉換就必不可少，如果仍然在原有的研究路徑裏打轉，就

會因為「路基依賴」而產生不少問題，使得研究即使花了比較大力氣也還是缺乏真正的知識

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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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傅文」的結論是：一、議員絕大多數為紳士階層；二、議員中受過新式教育者不在少數；

三、相當一部分人擔任有朝廷的職銜；四、議員多為四十歲以下的士紳；五、議員多出自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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